国有企业发展与中国转轨奇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批评总是要比提供替代性的解释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很难说学术界对中国转轨和经济增长的解释已经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更不用说存在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了。但是，现有解释的不完善和中国转轨问题的重要性，恰恰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过去20多年历程的原因所在。

在我们看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许多学者注意到，改革的一大特征是所谓的“双轨制”。即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或先通过进行局部地区试点，成功之后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双轨制具有多重的含义。包括价格的双轨、区域发展方面的双轨、更加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和相对计划导向的国有部门的双轨等。

但是，仅仅指出上述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比如，林毅夫、蔡眆、李周三位教授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国的奇迹》中就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从解除对微观经营单位的管制入手，赋予农户和城市工商企业以经营自主权和物质激励，以提高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使企业受市场影响，从而使改革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并最终开始触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改革。又比如，樊纲教授也曾经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中，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 

但是，关于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虽然在中国转轨经济学的讨论中不断出现，但其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很多学者在讨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个倾向，将中国转轨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乃至宪政体制建立—与转轨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对比。比如，在关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研究方面，有很多研究强调国有企业相对的劣势。在1990年代中期，以胡永泰、樊纲、海闻等为一方，杰弗逊、罗斯基为另外一方，就展开了一场产生不小影响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是否表现出了明显生产力改进的学术争论。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至少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出现了显著的生产力改进，而生产力的改进主要来自于企业技术的进步，如采用更加先进的科技、设备和工艺，而不主要来自于经营效率的改进。
但根据白崇恩、李稻葵和王一江教授在1997年一篇学术论文的观点，即使国有企业存在上述生产力改进，但如果企业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更高的生产力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配置扭曲，并导致更低的利润和更低的经济效率，也无法增加整个经济的福利水平。

在我们看来，虽然上述否认国有企业生产力进步以及其对经济福利影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意义，而且无法否认白崇恩等所指出情况在理论上出现的可能性，但对于解释中国的转轨而言，这些观点并没有真正切中问题的要点。

对于理解转轨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是否比非国有企业效率更加低下。因为即使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的结果，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带来生产力改进，至少要比大规模破产要好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和政府税收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80到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率达到了7.8%，。同时期，国有部门对工业总产出增量的贡献份额大约是一半，其后的增长率也大约在5%左右。至少在1992之前，国有制造业企业在就业、产出和利税方面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包括采掘业、建筑业和电力、煤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的绝对增加一直持续到1997年。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出现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企业职工较大规模下岗和失业的情况。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很多很多国家在改革一开始，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没有私有化）出现生产迅速下滑和比较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即所谓的技术效率）是否有增长，以及其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效率而言是否为最优这些问题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就业是否有增长：相比于前苏联、东欧改革后的情况，中国在非国有、且更加具有市场化导向的轨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是转型能够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所在，它避免了经济在改革开始后的大规模下滑，防止了大量破产、失业和政府财政巨大压力出现。如果要谈什么“中国奇迹”的话，国有企业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而不仅仅是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才是中国经验构成转轨中的“奇迹”的关键所在。毕竟，东欧一些转型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波兰、捷克等，在经历转轨的痛苦之后，带动经济复苏的生力军就是非国有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转型国家能够象中国一样，在开始改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也能够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因此，如果我们脱离转轨的具体过程和其他转型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生产下滑这个背景，而简单地去讨论国有企业体制如何有比较大的问题，或即使生产力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福利增加，所得到结论的意义将是非常有限的。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增长，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严重损失为代价，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内体制和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外体制（或者市场体制）部门的增长都在迅速的增长，整个经济都获得了好处，不仅带来了普遍的生活水平改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各级政府可掌握的财政收入的绝对量也随之增加（尽管其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90年代中期之前，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央财政收入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虽然其在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中央的财政实力仍然不断增强；另外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不断增长，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并不严重，企业重组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的压力必然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在不断上升，但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压力并不那么大，所以中央政府虽然也希望增加在整个财政盘子中的份额，但并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以提高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份额。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在1990年代之前进行的财政分权内生于中国转轨过程中更具有计划导向的国有企业和国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发展的增长过程。与此同理，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后马上开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重组，以及破产的过程，而新兴的私有化部门还没有发展起来，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但转轨过程中又需要支付大量成本，包括企业重组和社会保障支出，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必然要采取集权的财政安排。
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的结论是，如何解释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到1990年代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应该是理解中国如何实现平稳、成功转轨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所忽视，这不能不说目前转轨经济研究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以后要进一步展开关于中国转轨讨论的焦点所在。
